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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集聚演化特征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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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江苏智慧城市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摘要：数字技术应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其产业空间集聚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前沿命题。

文章基于 2016—2021 年微观企业数据，通过 Scholl 集聚指数方法测度数字技术应用业及其细分行业的集聚程度，

并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集聚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为：(1)整体沿环杭州湾形

成“核心区域+外围廊道”空间格局并呈“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趋势，“杭—义—金—衢”“台—温”组团

型产业发展轴初见雏形。(2)各城市及分行业新增企业数量未出现专业化趋势但马太效应显著，存在空间重组现象，

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优势产业与软件开发业呈“橄榄型”分布。(3)细分行业集聚演化趋势与行业属性相关。信息

技术服务业、软件开发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偏集聚并在空间演化上高度耦合；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偏分

散且需依托片区核心实现数字技术转型，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作为高精尖产业附属无明显集聚分散特征。最后基于

“一湾引领，三轴带动”的多组团型产业空间结构提出“规划对接+专业化+制度保障”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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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与突破，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塑造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要素和新动能[1,2]。“数字

经济”自 2017 年 3 月首次纳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以来，已提升为国家战略并于 2022 年 1 月写入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增强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突破。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3]

估算，2021 年我国数字化产业规模为 8.4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7.3%，其中软件产业和互联网行业增加值占比同比增长 2.13%和

0.6%，数字产业化结构持续软化且数字技术应用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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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美国学者 Tapscott 提出“数字经济”概念以来，国内外不同学者及研究机构对数字经济及其产业的概念内涵、

产业结构、产业组织[3,4,5,6,7]等研究内容有不同阐述，在其影响因素研究中不同学者归纳了产品、技术、资本、人才等生产

要素对数字经济及其产业发展的影响，但学界认为数字技术始终是数字经济及其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8,9,10]。目前数字技

术以指数爆炸式速度迭代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是数字产业化的重要表现和技术支撑 1。数

字技术在产业层面不断涌现出体验、共享、平台等多种经济新形态[11]，其在广泛应用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由数字技

术开发转向数字技术应用[12]，据博瑞恒大数据显示，数字技术应用业在营企业相较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其他分类占比最大（约

为 64%）且发展速度最快。但目前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侧重数字硬件制造，数字软件定制、信息及互联网技术服务领域发

展不足[13]，同时数字技术应用业在核心技术基础研究等关键领域面临“卡脖子”、创新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以“数字技术

应用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产业空间集聚演变规律，引导数字技术应用业在不同区域协调发展，是数字技术应用业高质量发展

亟需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集聚的研究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主要借鉴产业聚集理论，相关研究始于 1890 年代，有

学者先后提出了外部经济理论[14]、经典区位集聚论[15]、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16]、钻石模型[17]、新空间经济理论[18]等

一系列经典理论。随着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及其集聚演变规律不断变化，不同学者在经典

理论指导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对象侧重于全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带、城市群等相关区域，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产业集聚特征及其趋势[19]、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19,20,21]、产业集聚发展对创新效率等经济发展指标

的作用机制[9,22]。在产业空间集聚演化研究方面，电子信息等高端制造型产业，因技术、要素等需求集聚特征更加显著且呈

现郊区化演化趋势[23,24,25]；而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服务型产业，因“中间投入品”特性，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特点

且呈“由单核心向多中心结构”演化的趋势[26,27]。数字技术应用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新产业分类，是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

的典型代表，已有研究缺乏对其集聚演化规律的相关探讨。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特征到底如何，不同等级规模城市层面其集聚

演化特征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其集聚演化规律等问题亟需实证检验。

本文收集了 2016—2021 年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微观企业数据，在研究方法上使用基于距离的 Scholl 指数、核密度分析

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方法解读其分布特征，探讨其在地理空间维度的异质性及其在时间维度上的演化特征，以期对浙江省数字

技术应用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规划决策参考，并对全国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规划实施提供研究思路

与方法。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1 研究区域

本文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自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召开以来，全国数字技术应用业迅猛发展，浙江省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

的先行示范区，其作为数字技术“资源大省”，以阿里巴巴、网易等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有力推动了区域发

展，但该类型企业主要集中于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而衢州、丽水等市产业发展不足。因此，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可以有效

观察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特征及其地区差异。

1.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天眼查”“企查查”网站提供的企业信息，该数据涵盖企业名称、经营范围、注册地址、资本及日期等信

息，每年新注册企业为各年新增企业。经处理后构建浙江省 2016—2021 年数字技术应用企业数据库，具体处理步骤如下：首先，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主要包括剔除原始数据中的空缺、重复及不合理数据；其次，本文采用《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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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类（2021）》中有关数字技术应用业的标准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表 1）行业代码进行逐一匹配；

再次，通过百度地图 API 地点检索，补全企业注册地址经纬度坐标信息并进行坐标反查，剔除掉不符合要求企业点数据。最终

筛选得到有效数据 138 880 条，重点关注 2016、2019、2021 年 3 个节点，分析浙江省各城市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的集聚演化特

征。

1.2 研究方法

1.2.1 核密度分析与标准差椭圆分析

空间分析中常用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的地理空间分布情况。核密度分析可由点转变为连续密度表面，

进而得到要素在周边区域内的集聚情况。标准差椭圆分析可直接反映企业点要素分布的离散程度与方向性，标准差分析得到椭

圆中心代表企业空间分布的中心性，长轴代表企业空间分布的方向，短轴代表企业空间分布的离散程度。

1.2.2 产业集聚指数测度方法

由于空间分析仅能反映产业空间分布及演变情况，结合产业集聚指数测度方法以量化产业集聚程度及变化趋势。近年来微

观企业数据为产业集聚研究带来了基于连续空间域的新视角[28]，主要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包含两类，一类是基于块状统计数

据的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基尼系数、Theil 指数、EG指数等，这些方法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存在可变面积单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MAUP)[29]，无法反映统计单元内部不同行业及细分行业间空间关联关系；另一类是基于点状企业数据的 K

函数[30]、M 函数[31]、DO 指数[32]、Scholl 指数[28,33,34]，其中 K 函数临界距离无法精确化[30]、无法将其与全局情况进

行对比[34],M 函数存在数据量大难以计算结果[35]等缺点，DO 指数尽管近年应用较多，但基准值选取困难、无法完全克服“可

变面积单元问题”。基于上述问题，Scholl 等[28,33,34]在 DO 指数基础上进行改进：计算行业组内 N个公司与其他公司的反距

离函数值的平均值，再将包含 N 个值的距离数组导入核函数中，使较离散的公司获得较小的权重，通过概率密度曲线围合面积

插值来计算集聚指数。该方法降低了可变面元发生概率和计算复杂度，因此本文基于 Scholl 指数方法测度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

集聚程度。首先依据式（1）计算各行业企业间平均距离 Di:

式中：J为行业的企业数量；di,j 为 i、j 企业之间的欧氏距离（km）。因为使用双曲线反距离权重函数，当 di,j 趋近于 0

时，会导致该点的影响被过分放大甚至使 Di计算公式失去意义，因此设定距离门槛值 5km，小于 5 km 范围内的同类企业距离按

5 km计算。

然后，将包含 n个 Di 值的数组导入式（2）核函数中，得到该数组的概率密度曲线。式中：gi(D)为概率密度函数；D 为自

变量距离；f (·)为高斯核函数；n为最优带宽内该类行业企业总数目；h为最优带宽，带宽取值采用 Silverman 法计算，如式

（3)；δ表示样本行业的标准差。最后通过式（4）的集聚概率与分散概率差值计算各样本组的集聚指数。

表 1 数字技术应用业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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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大类 产业中类 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及名称（GB/T4754-2017）

数字技术应用业

301 软件开发

302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服务

303 互联网相关服务

304 信息技术服务

305 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

651 软件开发

63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服务

6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不包括 643 互联网平台）；8610 新闻业

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包括 651 软件开发）；744 测绘地理信息服

务

7517 三维打印技术推广服务

式中：gb(D)为全部数字技术应用业随机抽取 10%所组成样本企业的概率密度函数，作为参照分布水平；m 为 Db 分布的平均

值，当 Di<m 时，gi 高于 gb 部分的积分为集聚概率，反之为分散概率，二者之差即为该行业集聚指数θ。由定积分围合面积和

为 1 可知，-1≤θ≤1，其中当θ>0 时，则为集聚；当θ<0 时则为分散；当θ→0时，则表示分布无明显集聚或分散特征。

2 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集聚演变

2.1 数字技术应用业分布特征

2.1.1 整体“核心区域+外外围围廊廊道道”空间格局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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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沿环杭州湾核心区域、温台集聚带外围廊道的“核心区域+外围廊道”产业空间格局凸显且首位效应

显著。对该类企业及其注册资本强度进行核密度分析，并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将其分为 5 个等级（图 1、图 2），发现：(1)杭州

该类企业集聚最为密集，占全省新增企业数量的 49.90%（图 3），宁波鄞州区有单独“点状式”高密度值分布，在金华、温州、

嘉兴、台州、丽水市初步形成零星次高密度值分布区域，湖州、绍兴、衢州、舟山大部分区域密度值处于 0～1 家/km2，其中湖

州、绍兴、舟山受周边杭州、宁波影响，出现 1～5家/km2 密度值区域与高密度值区域连接现象，形成沿环杭州湾连续集聚密集

区；结合标准差椭圆分析发现该类企业标准差椭圆长轴经过湖州—台州连线，在垂直于长轴方向上集聚分布现象明显。(2)杭州

该类企业注册资本强度集聚程度最高且规模达 4434.41 亿元，占全省新增企业的 63.31%，位列第二位的宁波其规模仅有 600.66

亿元，首位度高达 7.38。从理论上以马克·杰斐逊提出城市首位度 2.0 为城市产业结构正常的参考依据，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

业首位城市产业过度集聚，会产生首位城市压力明显、大城市病突出等城市发展问题。

2.1.2 分行业集聚程度分异且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分行业新增企业数量差异大且集聚程度不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优势产业。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

业分行业企业数量悬殊（表 2），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企业的数量和注册资本规模占比均高达 60%以上，是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

业的优势产业。2016—2021 年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五大分行业的 Scholl 集聚指数约分布在-0.5208～0.4625 区间，不同行业

集聚指数相差较大，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开发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集聚指数分别为 0.4625、0.4532、

0.2912，相较于参照集聚程度，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开发业集聚程度较为接近；而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企业数

量占比 1.91%，集聚指数为-0.5208，呈现较为明显的分散特征；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指数为 0.0026，无明显集聚或分散特

征。综上，行业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而与企业数量无关，企业数量差异明显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和软件开发业在空间

上表现为较为相近的集聚特征，同时，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虽数量最少但未表现出较高的分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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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核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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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注册资本强度分布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分行业 Scholl 集聚指数量化的产业集聚程度与核密度空间分析结果一致。由图 4可知，软件开发业、

互联网相关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 Di 距离密度最大值均出现在 21 km 左右，与参考水平接近，其中，软件开发业概率分布曲

线与参照样本有较高重合度，在 70、89 和 120 km 处具有小幅度波动，表明除最集中集聚区外还存在小规模局部集聚区；互联

网相关服务业在大于参照距离 Db 均值 m(m=64.93 km）的 80～120 km 距离区间出现次高峰，但整体上其概率密度值与参照样本

围合面积为正，表明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呈集聚分布；信息技术服务业概率分布曲线呈“瘦高”型，峰值对应的距离密度值显著

高于参照样本，表明其呈现较明显集聚特征；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Di距离密度最大值位于参照分布曲线右侧，表

明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呈现明显分散特征。由图 5 发现，软件开发业主要集中分布在杭州，同时宁波、温州、金

华有小范围集中分布，与图 4 中曲线存在小范围波动特征相吻合；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在各市多点分散分布，与

集聚指数所显示集聚水平一致；信息技术服务业相较于软件开发业在丽水已初步形成集聚区，其集聚程度略高，与集聚指数所

反映规律一致。从城市尺度来看，衢州、丽水两市仅在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业分行业有高集聚区域，与杭州、宁波两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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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明显对比，马太效应显著。

图 3 浙江省各城市数字技术应用业新增企业数量

表 2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分行业统计结果

产业种类 企业数量(家) 数量占比(％) Scholl 集聚指数

301 软件开发业 39358 28.23 0.4532

302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2662 1.91 -0.5208

303 互联网相关服务业 8411 6.03 0.2912

304 信息技术服务业 88152 63.23 0.4625

305 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 830 0.60 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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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分行业距离分布概率核密度

2.2 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演变分析

2.2.1 总体体集集聚聚趋趋势势呈呈“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总体集聚趋势呈“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初步形成以杭州引领，宁波、金华、温州为其次核

心的空间发展特征，“杭—义—金—衢”“台—温”组团型产业发展轴初见雏形（图 6b），与《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

2035 年）》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一致。分析发现标准差椭圆的短轴长与椭圆面积在 2016—2019 年不断减小，说明总体分布更加

集聚，而 2021 年椭圆所包含面积更广泛，扁率由 0.39 变为 0.18，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的方向性和向心力有所降低，并非

只有杭州单核引领式发展（图 6a）。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新增企业数量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受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稍有下降。各城市新增企业数量演变

趋势差异较大且存在空间重组现象，杭州新增变化趋势与全省各市总计接近，2020 年显著降低；宁波、湖州、丽水、衢州、舟

山五市均在逐年增加，宁波作为副省级城市，其增长态势明显高于其他四市，受杭州、宁波等城市辐射扩散影响，湖州 2021 年

超过嘉兴，舟山 2020 年反超衢州且差距在扩大；温州以传统制造业为经济支柱，2016 年仅次于杭州，2017—2018 年却被宁波、

金华赶超，暴露传统制造业产业层次低、创新能力弱、产出效益低等结构性短板；2016—2019 年金华、嘉兴、绍兴、台州均在

稳步增长，但台州、金华、嘉兴 2020 年开始减少且金华、嘉兴持续至 2021 年，绍兴则从 2021 年开始降低，可能与疫情对不同

城市的冲击力有关。

2.2.2 分行业集聚演化趋势不同且未出现明显分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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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细分行业新增企业数量占比基本一致（图 7），信息技术服务业远超其他细分行业，与软件开发业呈

“橄榄型”分布。软件开发业企业在 2016—2018 年新增持续减少，与美国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实施加征关税等进口限制密切相关

[36]，然而在 2018 年“数字长三角”等系列国家战略支持下，浙江省重视“卡脖子”创新技术领域的突破，该行业新增企业逐

年增多；相较于前者，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关键技术要求有限，2016—2018 年并未受国际环境影响逐年发展，2019 年后受疫情影

响部分维护、咨询等线下服务无法完成，其新增占比持续降低；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在发展中逐渐饱和，2019—2020 年占比明显

降低，2021 年因数字化转型需求占比有所回升；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及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新增企业因基数少在演变

中占比变化并不明显，但前者在 2020 年出现峰值，表明疫情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数字化需求、5G 进入商用，2021 年受经济整体

影响，广大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控制通信等消费支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化需求的迅猛增长。

图 5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分行业核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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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分行业新增企业数量比例变化(2016—2021 年)

多数服务业区位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偏向集聚而生活性服务业偏向分散[37]。本节研究则发现数字技术应用业作为信

息服务业的典型代表[34]，不同细分行业集聚趋势不同甚至相反。在 Scholl 指数量化的分行业集聚程度演变方面（表 3），呈

现以下趋势：(1)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开发业均呈集聚分布且趋势减缓，后者集聚程度高于前者。一方面这类行业对原地区产

业发展基础呈现显著路径依赖，后者对发展环境要求更高，因此更加集聚；另一方面这类行业集聚外部性明显，在区域统筹发

展下集聚存在减缓倾向。(2)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呈明显分散特征且程度减弱。该分行业因其广泛宣传性，为覆盖更多

消费群体呈现分散态势，伴随行业供给不断增加，区位选址由城市转变为某目标片区的空间核心。(3)互联网相关服务业整体上

演变呈现集聚趋势，但指数在 2020 年出现较大波动，可能与疫情对该分行业冲击相关。(4)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呈现“先集聚

后分散”趋势，但集聚、分散程度均不显著，集聚程度稍强于分散程度。除基数较少影响外，该分行业需集聚配套在高精尖产

业附近，结合本地产业优势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分行业空间集聚演化并未出现明显分工差别，部分行业间存在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图 8）。不同细分行业集聚演化趋势呈现

以下特征：(1)软件开发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高度耦合，发展相辅相成。这三类分行业高、次高密度集聚区

域高度相似，相较于软件开发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演化较早，互联网相关服务业稍有滞后，但整体上三者具有耦合协同发展趋

势，软件开发催生信息技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而信息技术服务新业态的广泛渗透为软件开发提供重要支撑并催生新的软件开

发需求。(2)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受数字技术转型影响实现空间集聚。该分行业虽然在空间上总体呈现明显分散特征，

但自 2021 年宁波、衢州两市新增企业依托文化艺术及科技类产业园区发展数字技术服务进行转型升级后，出现聚集高值区，实

现空间集聚。(3)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附属于高精尖产业，环杭州湾集聚演化。以三维打印技术推广服务业为代表的其他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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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应用业为高精尖产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在研究与试验中提供技术支撑，环杭州湾片区集聚演变现象明显。

图 6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标准差椭圆及空间集聚演变分析(2016—2021 年)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利用 2016—2021 年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微观企业数据，运用 Scholl 集聚指数计算数字技术应用业及细分行业的集

聚程度，并通过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探讨了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时空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主要结论为：

(1)在空间分析揭示的集聚演化趋势上，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整体沿环杭州湾形成“核心区域+外围廊道”空间格局并呈

“单核心”向“多核心”演化趋势，马太效应显著。初步形成以杭州引领，宁波、金华、温州为其次核心的空间发展特征，“杭

—义—金—衢”“台—温”组团型产业发展轴初见雏形；衢州、丽水两市细分行业高集聚区域与杭州、宁波两市形成明显对比；

软件开发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相关服务业高度耦合，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亟需依托数字技术转型，其他数字

技术应用业是高精尖产业附属。

表 3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分行业集聚指数变动(2016—2021 年)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301 软件开发业 0.2218 0.2403 0.2503 0.1896 0.1546 0.1376

302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 -0.3374 -0.2874 -0.2534 -0.2668 -0.1653 -0.1379

303 互联网相关服务 0.0898 0.0739 0.0656 0.0432 -0.0321 0.0508

304 信息技术服务业 0.1254 0.1168 0.1039 0.0975 0.0931 0.0632

305 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 0.0671 0.0552 0.0496 -0.0322 -0.0431 -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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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分行业空间集聚演化特征(2016—2021 年)

(2)在数量关系阐述的产业结构演变上，各城市新增企业未出现专业化分工趋势但存在空间重组现象，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优

势产业。温州因面临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严峻考验，新增企业数量被宁波、金华赶超，受中心城市辐射扩散影响，湖州、

舟山两市新增企业数量反超嘉兴、丽水；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企业数量占比远超其他细分行业，与软件开发业呈“橄榄型”分

布。

(3)在 Scholl 集聚指数测度的产业集聚程度演变上，细分行业集聚演化趋势与行业属性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开发

业因依赖当地产业基础产生路径依赖呈集聚分布，在区域统筹发展下趋势减缓，互联网相关服务业受行业饱和及疫情影响于 2020

年波动较大；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因其广泛宣传性呈明显分散特征且程度减弱；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无明显集聚分散

特征，集聚程度稍强于分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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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策建议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演变规律表明需要充分利用现有产业基础、人才、技术等空间要素重塑其资源配置促进企业数

字化转型，以推动与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根据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可优化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结构为“一

湾引领，三轴带动”的多组团型发展格局（图 9），将这一产业空间结构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G60 科创走廊发展

规划》及已有研究中对长三角流动空间格局对比[38,39]，发现既有重合但也存在差异。

首先，“杭—义—金—衢”发展轴与沪杭金发展带、G60 科创走廊（浙江段）高度重合，“台—温”发展轴与沿海发展轴重

合，但与宁波的联动发展有待加强；其次，“金—丽—温”南侧组团发展轴须进一步发育。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规划对

接+专业化+制度保障”的未来发展对策建议：

(1)制定合理建设时序的产业发展规划。通过“有形的手”引导企业向“四大都市区、一湾四廊”有序集聚，明确分阶段建

设时序项目及具体目标，关注杭州、宁波、金华、温州等核心城市在产业分工合作中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建立自上而

下规划传导机制，建议各地级市、县区结合自身产业基础条件编制市县（区）级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规划。

图 9 浙江省数字技术应用业空间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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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专业化产业集群体系。杭州、宁波等市的龙头企业重视软件及互联网相关服务的研发设计，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

术万亿级世界先进产业集群，培育高端软件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沿产业链前后端以产业共享技术进行细分化研发，做优做强

“G60 科创走廊（浙江段）、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体系，结合四大都市圈集聚和辐射功能，充分发挥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服

务业宣传优势，激活企业与数字技术应用业融合的资源溢出效应。

(3)完善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政策。浙江省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占多数，需要政府制定创新扶持机制、加

大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构建创新平台体系、吸引汇聚多元多维产业链数字技术人才，形成创新尖端人才的集聚交流平台。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其他未列明数字技术应用业的定义未与

国民经济行业代码进行匹配，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仅以三维打印技术推广服务作为其他数字技术应用业的代表，并不能完全反映

其真实情况。其次，本研究未考虑数字技术应用业微观企业的成长、成熟、衰退等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伴随数字经济浪潮

的不断深入，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集聚演化特征有待深入探讨并找寻适合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

同时以线上交互为代表的“互联网+”模式迅猛发展，对数字技术应用业集聚产生的具体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进而总结更适合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最后，在全球化、网络化盛行的今天，本文对产业间组织、创新联系、投融资

联系关注不足，未来可进一步构建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网络，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突破组织和空间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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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1 年 5 月 14日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即数字产业

化部分，包含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据要素驱动业四大类，对应于国民经济行业主要包括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基础。


